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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电商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小单快反”与脉冲式需求重塑了制造业的生产逻辑，但其带来的高周

转与时效压力也显著诱发了制造型供应商的生产安全风险。本文系统梳理了电商供应链中供应商生产安

全治理的研究脉络。首先，从诱因机制看，电商大促等脉冲订单导致生产系统安全容量过载，极端的交

付时效限制挤占了设备维保空间，并诱发一线员工产生安全捷径心理及违章行为，形成了需求侧压力向

生产侧的负面传导。其次，在治理模式演进方面，研究重心正从传统的属地行政监管转向以平台流量分

配权为核心的“私人规制”与政企协同下的“元规制”模式，强调利用信用分级与算法奖惩实现对供应

商的动态管控。在此过程中，本文引入批判性视角，剖析了平台“算法控制”对一线“数字劳动”者产

生的双重效应，并探讨了“私人规制”与公共监管之间的辩证协同关系。此外，数字赋能推动治理模式

由工业互联网实时感知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治理”跃迁，显著提升了风险主动防控能力。

在方法论层面，学术界广泛采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多主体利益均衡，并运用系统动力学模拟风险传导的

非线性特征。然而，针对现有定量方法的局限性，未来研究亟需引入大数据与质性访谈相融合的混合研

究法，以及基于数字孪生的仿真实验法，以提升微观人因分析的深度与系统推演的保真度。最后，未来

研究需进一步关注小微供应商治理的普适性、跨境电商安全标准的协同以及算法压力下的伦理关怀，以

期实现电商生态效率与本质安全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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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economy, the “small-batch and fast-re-
sponse” model and pulse demand have reshaped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logic. However, the re-
sulting high turnover and extreme time pressure have significantly induced production safety risks 
for manufacturing supplier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safety governance for suppliers within the e-commerce supply chain. First, regarding the causal mech-
anisms, spike orders during e-commerce promotions lead to the overload of production system safety 
capacity. Extreme delivery time constraints squeeze equipment maintenance windows and induce 
safety shortcut psychology and non-compliant behaviors among frontline employees, forming a neg-
ative transmission of pressure from the demand side to the production side. Second, in terms of gov-
ernance model evolution, the research focus is shifting from traditional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ve su-
pervision to “private regulation” centered on platform traffic allocation power and “meta-regulation” 
under government-platform synergy, emphasizing the use of credit ratings and algorithmic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for dynamic supplier management. In this proces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is intro-
duced to analyze the dual effects of platform “algorithmic control” on frontline “digital labor”, and the 
dialectical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vate regulation” and public supervision is explored. 
Furthermore, digital empowerment has enabled a leap from real-time perception via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IIoT) to “predictive governance” driven by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ig-
nificantly enhancing proactiv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pabilities. Methodologically, academia 
frequently employs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to analyze multi-agent interest equilibrium and uti-
lizes system dynamics to simulate the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of risk transmission. However, ad-
dressing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quantitative methods, future research urgently needs to introduce 
mixed methods integrating big data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s well as simulation experiment meth-
ods based on digital twins, to enhance the depth of micro-human factor analysis and the fidelity of sys-
tem deduction. Finall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focus on the universality of governance for mi-
cro and small suppliers, the coordination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safety standards, and ethical 
care under algorithmic pressure, aiming to achieve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ecosystem efficiency and inherent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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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商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根据《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2024)》显示，我国电子商务销售额持续保持增长趋势，由此驱动了制造业生产模式从传统的“大规模生

产”向“小单快反”及“C2M (消费者到工厂)”模式深刻转型[1]。在电商环境下，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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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核心竞争力，然而这种对“极速交付”的追求也给上游制造型供应商带来了巨大的安全生产挑战。 
特别是在“双 11”、“直播大促”等脉冲式需求冲击下，供应商往往面临极端的订单波动。研究表

明，当订单需求超出生产系统的安全容量时，企业为了赶工期极易出现违章操作、设备带病运行以及临

时工培训不足等现象，从而导致事故发生率显著上升[2]。制造型供应商作为电商生态系统的底层支撑，

其生产安全不仅关系到产业工人的生命健康，更直接影响到整个供应链的韧性与品牌声誉[3]。因此，如

何治理电商供应链中的供应商生产安全问题，已成为管理学与安全科学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 

1.2. 核心概念界定 

本文所探讨的“电商供应链”是指以电商平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数据流高度集成下游需求与上游

供给的新型网络结构[4]。与传统供应链相比，其具有更高的数据透明度和更强的订单波动性。而“制造

型供应商”则侧重于生产制造环节，而非末端物流配送。在治理维度上，本文不仅关注传统的政府属地

监管，更侧重于探讨“平台治理”这一新兴模式，即电商平台利用其掌握的数字化工具对供应商实施的

“私人规制”[5]。 

1.3. 文献筛选原则与研究价值 

尽管目前关于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研究已较为丰厚，但专门针对“电商背景”下制造型供应商“生产

安全”的系统性综述仍较少。多数现有研究集中在电商的物流配送安全或产品质量监管，忽视了生产端

的本质安全。 
本文通过在中国知网(CNKI)、Web of Science 等主流数据库中检索“电商供应链”、“供应商管理”、

“生产安全治理”及“平台经济”等关键词，筛选出近十年间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期刊论文及行业报告。

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首先，从压力传导视角解析电商模式如何“诱发”安全风险；其次，归纳数字化

技术在安全监管中的实际应用进展；最后，为政府监管决策与平台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通过

系统梳理该领域的演进脉络，本文旨在识别现有研究空白，并对未来“智能化、韧性化”的安全治理方

向进行展望。 

2. 电商模式对供应商生产安全风险的影响机理 

2.1. 需求侧：极端订单波动与时效压力传导 

2.1.1. 脉冲式需求对生产系统安全容量的冲击 
电商模式下的需求呈现出显著的“碎片化”与“爆发性”特征。与传统供应链相对稳定的订单预测

不同，电商环境下的需求往往受到大促活动(如“双 11”、直播带货等)的剧烈扰动，形成巨大的“需求

脉冲”[2]。这种脉冲式订单在短时间内涌入，极易导致供应商的生产负荷瞬间超过其既定的“安全容量”。 
Han 等人的研究指出，生产系统的安全容量是指在保证人员、设备和环境处于受控状态下，系统所

能承载的最大生产强度[2]。当订单压力突增，生产线为了维持交付率，往往采取增加班次、提升设备运

行转速等手段。这种超负荷运行不仅挤占了必要的设备维保时间，导致机械故障率上升，更使得生产环

境中的物理风险(如粉尘浓度积聚、噪音超标)处于失控边缘[6]。通过上述研究发现，订单波动的标准差与

生产事故的发生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需求越不稳定，安全风险的非线性增长越明显。 

2.1.2. 交付时效限制下的安全行为诱因 
电商竞争的核心在于“时效性”。为了满足消费者对极致物流体验的追求，电商平台往往会对供应

商设定严格的订单履约时效(Lead Time)约束。这种时效压力通过平台算法和契约条款，直接转化为一线

车间的生产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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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安全管理理论认为，当时间压力达到临界点时，个体的认知负荷会发生过载，导致“安全捷径”

行为的产生[7]。陈巧等通过对制造型企业一线员工的调研发现，在极端的交付压力下，工人为了追赶进

度，会产生一种“风险补偿”心理，即有意识地省略必要的安全检查步骤(如不佩戴防护用具、短接安全

连锁装置等) [8]。此外，电商供应链中的“小单快反”模式要求生产线频繁切换产品型号，这种高频次的

转产过程伴随着大量的模具更换和工艺调整，在极短的交付限时内，人为操作失误概率(Human Error)较
平稳期提升了约 30%~50% [9]。 

2.1.3. 算法压力与心理疲劳的协同影响 
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电商供应链中，平台算法不仅监控物流，也间接监控着制造端的产出效率。这

种“算法监控”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电子压力。研究表明，长期的时效高压会导致一线员工产生严重的心

理疲劳和生理枯竭[10]。傅贵等人的“2-4”模型强调，人的不安全行为受制于组织压力和心理状态，电

商环境下的高频产出要求使得员工处于长期的应激状态，这种状态下视觉疲劳和反应迟钝是诱发机械伤

人、火灾等突发安全事故的深层心理因素[7]。 

2.2. 供给侧：柔性制造与安全成本的挤出效应 

2.2.1. 柔性生产要求下的设备维保“挤压” 
为了响应电商平台高频次的款式迭代与库存补足要求，供应商普遍采用了高度柔性的生产组织方式。

然而，这种柔性化往往以牺牲设备的预防性维护时间为代价。在传统生产模式下，设备拥有固定的“停

机检修期”，但在电商大促及返单高峰期，生产线处于长时间、高强度的不间断运行状态[11]。 
刘位龙等人的研究指出，由于订单交付压力具有极强的时效排他性，企业往往采取“以修代养”的

应激式维护策略，导致设备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运行[11]。这种状态不仅增加了关键零部件疲劳断裂

的风险，更使得安全连锁装置、防护罩等次要(但在事故预防中至关重要)的部件在损坏后难以得到及时修

复。此外，频繁的转产要求设备进行参数的快速调整与模具重组，这种非标准化的操作过程在缺乏充分

调试时间的前提下，极易引发机械伤害事故[12]。 

2.2.2. 灵活用工模式下的安全培训弱化 
电商供应链的订单波动性决定了供应商在劳动力供给上表现出显著的“碎片化”与“临时化”。为

了平衡淡旺季的人力成本，制造型供应商大量启用劳务派遣、季节性临时工甚至“共享员工”。 
蔡泽勇等人的调查发现，临时性劳动力在进入生产一线前，往往无法接受系统性的“三级安全教育”，

其安全意识与岗位操作规程的熟练度远低于正式员工[13]。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临时用工模式削弱了员

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与心理契约，导致其在操作过程中更容易忽视安全警示，倾向于通过非规范动作来换

取更高的计件工资。研究统计显示，在电商集中交付期，涉及临时用工的安全事故占比显著高于平均水

平，劳动力结构的异质性已成为供应商安全治理的薄弱环节[14]。 

2.2.3. 成本竞争压力对安全投入的“挤出效应” 
电商平台高度透明的价格竞争机制，压缩了中下游制造商的盈利空间。在极低的利润率驱动下，企

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往往向能够产生即时效益的生产环节倾斜，而具有“隐形成本”属性的安全投入则面

临被挤出的困境[15]。 
梅强等人的研究提出，安全投入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与非直观性，这使得供应商在面临电商平台的

“比价压力”时，倾向于削减在个人防护装备(PPE)更新、安全监控系统升级以及职业病防护设施上的

开支[15]。这种“安全资产负债”的累积，虽然在短期内提升了企业的成本竞争力，但实质上降低了生

产系统的安全韧性。一旦遇到极端订单脉冲，脆弱的安全防护体系极易崩溃，产生远超节省成本的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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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代价。 

3. 多元主体协同下的供应商安全治理模式 

3.1. 平台主导的“私人规制”模式 

3.1.1. 基于安全绩效的供应商准入与分级评价 
在传统治理体系中，生产安全主要由政府部门通过许可制度进行前置把关。但在电商环境下，平台

作为供应链的集成者，开始行使类似于“守门人”的职能。研究发现，领先的电商平台(如京东、阿里巴

巴等)已将生产安全合规性纳入供应商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建立了一套不同于国家标准的“私人规制”

准入体系[5]。 
周冬梅等人的研究指出，平台通过对制造型供应商进行多维度的安全评估，将评估结果作为入驻、

续约的硬性指标[16]。这种评估不仅包含法律层面的证照审核，还延伸至工厂实地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如 ISO 45001)认证情况。通过这种“协议规制”，平台将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安全标准转化为商业合

同条款，迫使供应商在追求订单的同时必须履行安全责任。 

3.1.2. “安全–流量”挂钩的动态激励机制 
电商平台治理的核心手段是其拥有的流量分配权(即订单分发算法)。学术界广泛探讨了如何通过“流

量杠杆”来破解供应商安全投入动力不足的难题。演化博弈模型证明，当平台将供应商的安全信用评分

(Safety Credit Score)接入推荐算法权重时，供应商倾向于选择“积极安全投入”策略以获取更多的市场暴

露机会[17]。 
刘云志等人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这种基于算法的激励机制具有“优胜劣汰”的筛选效应[18]。安全表

现优异的供应商能够获得“绿色标签”或大促活动的优先入驻权，这种商业信誉溢价补偿了其在安全设

施上的资金支出。反之，对于发生生产事故或存在重大隐患的供应商，平台通过降权、封号等“去平台

化”手段实施惩罚。这种高频次、动态化的反馈机制，弥补了政府监管在频率和时效性上的不足。 

3.1.3. 基于数字化轨迹的远程审计与监控 
数字化是电商平台实施私人规制的底层技术支撑。与传统政府审计依靠人工抽查不同，平台治理依

赖于对供应商生产数据、能耗数据及交付轨迹的实时抓取与交叉验证。 
刘妍等提出，平台可以通过分析供应商的生产峰值数据与员工打卡数据的匹配度，识别出潜在的“疲

劳作业”风险区[19]。例如，当订单量远超其正常产能储备时，算法会自动触发安全预警，并要求供应商

提交安全保障方案。这种基于大数据的远程审计模式，实现了从“事后追责”向“过程管控”的转变。杨

昌玉的研究显示，通过这种数字化的穿透式监管，平台能够有效降低供应链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安

全违约风险[20]。 

3.1.4. 平台权力的双重效应与“算法控制”批判 
尽管平台主导的“私人规制”在效率上弥补了传统监管的不足，但从批判性理论视角来看，这种治

理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平台权力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平台通过算法将安全标准硬性嵌入交易规则，

提升了供应链的安全准入门槛；另一方面，这种极端的时效与成本压缩，实质上加剧了对供应链底层工

人的“算法控制”(Algorithmic Control)。在“数据即绩效”的严密监控下，制造型供应商的一线员工在

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为广义的“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群体[21]。算法的隐蔽性与“去人性化”特征，使

得生产节奏被极度压缩，员工丧失了劳动过程的自主性，进而不可避免地催生心理疲劳与违章捷径行为。 
此外，“私人规制”的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度与问责机制亟待审视。平台的流量分配与信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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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规则往往是一个“黑箱”，缺乏正当的听证程序和双向申诉机制。当平台的商业逐利动机与公共安全

底线发生冲突时，缺乏外部问责的私人规制极易演变为向下游转嫁风险的“算法霸权”[22]。 

3.2. 政府–平台协同监管模式 

3.2.1. 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弥补“监管失灵” 
在电商供应链的复杂网络中，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其监管行为往往受限于行政管辖区域和

信息获取成本。台德艺等人的研究指出，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监管在面对瞬息万变的电商订单压力

和分散的供应商节点时，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23]。 
协同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应通过制度设计，引导具有信息优势的电商平台参与公共治理。这种模式

不仅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执法成本，还利用平台的“算法权力”实现了对供应商生产行为的精细化管控。

这种从“单边监管”向“多方共治”的转型，被视为解决电商环境下供应商生产安全问题的核心逻辑[24] 
[25]。 

3.2.2. “元规制”路径下的权责划分 
在政府与平台协同监管的过程中，如何界定双方的责任边界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侯利阳提出的“元

规制”(Meta-Regulation)理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框架：即政府并不直接监管海量的供应商，而是通过监管

“平台”来间接实现治理目标[26]。 
此时，公共监管与“私人规制”实质上呈现出一种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私人规制具有

数字化的穿透力与微观响应效率，但因其商业属性而面临民主合法性赤字；公共监管虽具备法理上的绝

对合法性，却受制于“技术迟滞”与行政资源约束。因此，“元规制”的本质，是以公共监管的“合法

性”与问责机制去纠偏私人规制的“黑箱”与“任性”[27]。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的角色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负责考核平台是否建立了完善的供应商

安全审核机制及应急响应预案。王鹤霏的研究显示，当政府对平台施加合规性压力(如扣除平台分、行政

约谈)时，平台会更有动力完善其内部的“私人规制”体系，从而将安全压力有效传导至制造端供应商[25]。
这种“监管的监管”机制，通过层级化的责任嵌套，解决了政府触手不及的难题。 

3.2.3. “互联网 + 监管”下的信息共享与联合惩戒 
协同监管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政企之间的数据互通。现有研究已经强调了建立“互联网 + 监管”大

数据平台的重要性，通过整合政府的行政许可、处罚记录与平台的交易数据、评价数据，可以构建起供

应商的完整安全画像[28]。 
目前的治理实践中，联合惩戒机制被证明具有极强的震慑力。当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将某供

应商列入“安全生产黑名单”后，电商平台可以同步实施流量限制或终止合作；反之，平台通过算法识

别出的疑似超负荷生产风险，亦可实时推送至政府监管系统，实现预警关口的前移[26]。这种双向反馈机

制打破了政企之间的“信息孤岛”，实现了对违规供应商的立体化约束。 

4. 数字化技术在供应商安全治理中的应用现状 

4.1. 工业互联网与实时监控技术 

4.1.1. 基于物联网(IoT)的多源安全数据感知 
在电商高频订单的驱动下，供应商生产线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传统的“人工巡检”模式已无法覆

盖高强度的动态风险。物联网技术通过在生产设备、环境节点及一线员工佩戴的穿戴式设备上部署传感

器，实现了安全状态的实时数据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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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贵等人的研究表明，利用振动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及电流监测模块，可以实时获取关键设备(如
数控机床、注塑机等)在订单高峰期的运行参数。一旦设备因过载产生异常震动或温升，系统可早于肉眼

观测触发预警[7]。此外，针对电商小微工厂环境复杂的特点，基于窄带物联网(NB-IoT)的低功耗传感器

被广泛应用于监控厂房火灾隐患及危化品存储状态，通过将物理空间的安全参数转化为实时数据流，为

平台实施远程风险评价提供了底层依据[29]。 

4.1.2. 计算机视觉(CV)在违章行为识别中的应用 
行为安全管理(BBS)是减少生产事故的核心。在电商大促期间，工人的心理压力与疲劳程度激增，极

易产生习惯性违章行为。计算机视觉技术利用车间已有的监控视频流，结合深度学习算法(如 YOLO 系

列、OpenPose)，实现了对不安全行为的自动识别与干预[30]。 
张泽辉等人的研究指出，目前的监控系统已能精确识别工人在生产线上的关键违章动作，如未佩戴

安全帽、违规进入危险区域，以及长时间疲劳作业导致的反应迟钝。特别是在电商服装、电子组装等劳

动密集型行业，视觉识别技术能够捕捉到由于追求“计件效率”而导致的违规操作(如带电维修、越位作

业等) [31] [32]。这种非接触式的监控方式，既弥补了现场安全管理员不足的问题，又通过实时语音播报

对工人形成了有效约束。 

4.1.3.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据集成与预警决策 
分散的传感器数据只有通过平台化的集成才能产生治理价值。工业互联网平台(IIP)充当了供应商生

产现场与电商治理层之间的“数字桥梁”。通过将车间的 MES (制造执行系统)数据与电商平台的订单流

数据进行跨域融合，可以构建起供应商的“安全数字孪生”模型[33]。 
吴超等人的研究强调，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够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当算法监测到供应商的

能耗数据异动、设备负荷过高且工人作业时长超过安全阈值时，平台会根据预设的风险矩阵自动下发“降

速指令”或风险告知书[34]。这种基于数据的即时反馈，改变了过去依赖事故后报、事后追责的被动局面，

实现了安全管理从“静态准入”向“动态画像”的跨越。 

4.2.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预测性治理 

4.2.1. 基于大数据的安全风险特征提取与挖掘 
在电商长链条中，供应商的生产风险往往潜藏于海量的业务数据之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不仅在于

数据的“量”，更在于通过关联分析提取出能够反映安全状态的“弱信号”。 
吴超、束庆玲等人的研究指出，通过整合供应商的设备能效数据、订单完成时效数据、原材料库存

周转率以及员工考勤波动，可以构建出高维度的风险特征空间。例如，当订单交付周期缩短与原材料废

品率提升同时出现时，大数据模型可识别出其背后的“赶工风险”特征[34] [35]。这种基于全量数据的分

析，打破了传统安全管理中依赖单一事故指标的局限，实现了对系统性风险演化特征的深度挖掘。 

4.2.2. 机器学习驱动的事故预警模型研究 
人工智能算法在复杂非线性关系的建模上具有显著优势。针对电商环境下供应商生产事故的突发性

与随机性，学术界开展了大量基于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的预测研究。 
刘宸宇等提出了一种基于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的事故时间序列预测模型，该模型能够有效处理具

有时间依赖性的生产数据。通过分析大促前后的连续生产负荷，该模型对设备故障及火灾隐患的预测准

确率显著高于传统统计模型[36]。此外，集成学习算法(如随机森林、XGBoost)也被广泛应用于供应商风

险等级的自动分类。通过对历史事故案例进行深度学习，AI 能够自动识别出具有“高危体质”的供应商

画像，从而实现监管资源的精准投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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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生成式 AI 与大模型在安全决策中的潜力 
随着大语言模型(LLM)等生成式 AI 技术的突破，安全治理正在进入“知识驱动”的新阶段。传统的

预测模型往往只能给出“风险值”，而难以给出具体的“治理策略”。 
王秉等学者强调了“数字安全科学”的重要性，指出大模型可以实时解析海量的安全规章制度、事

故调查报告及操作手册，将其转化为可供供应商直接调用的“安全决策支持系统”[38]。在电商大促期间，

当系统预测到某供应商可能因过度加班导致安全容量过载时，生成式 AI 能够自动为平台和供应商生成定

制化的应急响应方案，包括产线动态分流建议、关键点位巡检提示等。这种从“风险预测”到“方案生

成”的闭环，极大地提升了供应链安全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4.2.4. 算法治理的伦理与黑箱挑战 
尽管 AI 技术提供了强大的预测能力，但其带来的“算法黑箱”问题也引发了学界的反思。王飞跃等

指出，如果治理算法过度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对供应商合理利润空间及员工休息权的保障，预测模型可能

会变成压榨生产能力的“数字鞭子”，反而催生出新的安全隐患[39]。因此，构建“透明、可解释”的安

全治理算法，确保 AI 决策符合本质安全的要求，是当前大数据治理研究中的重要伦理方向。 

5. 研究评述与展望 

综观现有文献，电商供应链供应商生产安全治理研究已形成从风险诱因剖析到多方协同治理，再到

数字化技术赋能的逻辑闭环。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广泛利用演化博弈(Evolutionary Game)分析政府、平

台与供应商在安全投入中的利益博弈与策略均衡[17] [40] [41]，并借助系统动力学(SD)模拟大促期间“订

单脉冲”对生产系统安全容量的动态冲击机理[2]。 
然而，现有研究方法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演化博弈模型多基于宏观的“完全理性”或“有

限理性”经济人假设，难以细腻刻画“算法控制”下由于情绪耗竭、心理契约破裂等微观人因导致的行

为异化；其次，系统动力学(SD)擅长宏观因果反馈链的刻画，但在处理车间级、高颗粒度的设备动态与

人员微观随机交互时，显得保真度不足。针对上述局限性，未来的研究亟需在方法论上进行深度融合

与创新： 
首先，鉴于单纯的定量数据难以解释数字劳动背后的伦理与心理机制，未来研究应将宏观层面的平

台交易与安全大数据(客观行为轨迹挖掘)与微观层面的深度质性访谈(心理机制探究)相结合[42]。通过三

角互证，深入揭示系统算法压力如何隐性转化为一线工人的心理疲劳与违章行为。 
其次，突破传统数学建模的限制，利用物联网与工业互联网平台累积的实时物理数据，构建高保真

度的供应链与车间级数字孪生模型。在虚拟空间中对极端“订单脉冲”进行安全压力测试与仿真实验，

以非破坏性的方式预测系统崩溃的临界点，从而为预测性治理提供更为精细、动态的决策支持。 
此外，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小微供应商治理的普适性、跨境电商安全标准的协同以及算法压力下

的伦理关怀，以期实现电商生态效率与本质安全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6. 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电商供应链中制造型供应商生产安全治理研究的系统梳理，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治理逻辑实现了从“属地化监管”向“平台化治理”的深刻转型。电商模式带来的订单高度波

动与交付时效压力，使得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静态、碎片化监管难以应对跨区域、动态化的生产风险。

研究表明，电商平台凭借其拥有的“流量分配权”和“数据优势”，已实质性地承担起供应链安全规制者

的职能，通过安全准入、分级评价及信用惩戒等“私人规制”手段，实现了对上游制造端风险的穿透式

管控[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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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治理手段正从“事后追责”全面转向“数字化预防”。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及人工智能技术的

引入，打破了供应商生产现场的“信息黑箱”。通过实时监测设备负荷、工人操作轨迹及订单压力指数，

数字化技术实现了风险的实时感知与精准预测，极大提升了生产系统的本质安全水平。特别是基于算法

的预测性治理，为解决电商大促等极端情境下的安全容量过载问题提供了科学路径[26] [36]。 
第三，治理格局呈现出“政企协同、多方共治”的必然趋势。单一的平台规制存在权力扩张与算法

霸权的隐患，而单一的政府监管则面临信息失灵。未来的治理重点在于构建“政府元规制 + 平台私人规

制 + 供应商自律”的嵌套式框架。通过信息共享、联合惩戒与政策激励，实现公共安全目标与商业利益

的动态平衡，是确保电商供应链韧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6] [40]。 
综上所述，电商环境下供应商的生产安全治理已不再是孤立的工厂内部管理问题，而是数字经济与

安全科学深度交叉的系统工程。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关注中小微供应商的治理普适性、算法压力的心理

补偿机制以及跨境电商环境下的治理协同，以期构建一个更加安全、智能、公平的电商生产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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